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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论在当代中国＊

赵毅衡

摘　要：形式论，是一种文艺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从文本的形式作为切入点，进而讨论
此种文学形式隐含的文化意义，讨论产生这种形式的社会条件，或产生这种文学的历史进
程。形式论并不是西方专利，中国文论从古代起就不知疲倦地讨论文学艺术的形式规律。

今日的符号学、叙述学、风格学、文体学、修辞学等，是形式论的分支，新批评、俄国形式主
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是二十世纪下半期轮流进入中国的形式
论派别。本文对二十世纪中国形式论的进程，及其历史教训逐个分析总结，强调其中最突
出的人物（巴赫金、洛特曼、詹姆逊）的影响，并分别予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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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形式论

形式论，是一种文艺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从文本的形式作为切入点，进而讨论此种文学形式隐

含的文化意义，讨论产生这种形式的社会机制，或产生这种文学的历史进程。①

自然可以问：是否一定要从文本形式开始讨论？作品情节内容难道不能作为出发点，来讨论文
学艺术的社会文化？当然可以，实际上直接谈内容的批评，可能在文艺批评文章中占了绝大多数。

在这个背景上，从形式着手讨论作品的文化意义，或许是一种可用的，甚至让人耳目一新的路子，或
许能得出一些其他途径未能得出的见解。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提出形式文化是唯一有效的途径，但
是它可以是多元方法之一。本文的目的，就是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学者在这个
方面做出的努力，看看他们做的工作里，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也有某些论者认为，从形式出发讨论文化，是最好的方式，例如笔者本人四十年来一直坚持这

条路线。这常常是个人的思想方式或偏爱所至。文学－文化理论群体现在非常庞大，天下事无所
不论，各种流派轮流领风气之先。但是无论是 Ａｒｔ还是“藝術”，词源上看都是有技巧的人工制
作。②文学艺术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有形式技巧上的讲究，正如木匠打家具，成品美奂美轮，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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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人从运斤刨削的手艺讲起。形式论讲的就是文学艺术的“工匠精神”，就是暂时悬搁（而不是取
消或排除）大哉之问，先追究一下形式上的处理方式，然后从社会历史文化看这种形式手艺的来源。
必须承认，历史上的确有说过头的唯形式论，例如维姆赛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与“感受谬
见”，①认为作品的重要的东西尽在形式，但是他们在形式论中是绝对少数。也有人在某部批评中
只谈了形式，没有能扩展开去讨论文化，这倒是比较常见，当代学界庞大，术有分工，钻进自己的特
殊课题而没有能四顾远眺，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必须强调：纯技巧论者，哪怕在形式论学者中，也
是绝对少数，大部分人试图看到形式的文化大背景。这就是形式论者经常的自辩立场：他们只是在
“纠偏”：并不想取代主流“文学学术”，只作为一种可以允许一用的选择。
形式论并不是西方专利，中国文论从古代起就不疲倦地讨论形式：比兴、兴象、体性、风骨、意

境、气韵等问题，都是在讨论文学艺术的形式规律。风格学、文体学、修辞学，都是形式论的一部分，
是形式论的“前现代”样式。当今的西方形式论者，追溯欧洲上古与中世纪思想遗产不遗余力，任何
线索不放过；②当今的中国学界更不会放过自己的传统这个富矿宝库。同时，追溯源头并不能代替
学界的所有工作。经常听到“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唤，这个任务，必须靠三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查
出并讲解我们的祖先说了什么，明白并了解其他国家的学界做了什么，最主要的是找到并坚持我们
自己（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当代学术中的独特声音。前二条不能取消替代第三条，因为我们才是当
代中国学术发言的主体。
与当代各种文化理论类似，形式论是在二十世纪初突然爆发的，而且是住在不同国家用不同语

言写作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发起的：艾略特不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皮尔斯一生不知道索绪尔的思
索，福斯特不了解托马舍夫斯基的工作。可能只有奥格登与瑞恰慈处于当时欧美的文化核心剑桥，
了解一点各国在发生的事。③ 这些形式理论家同时出现，原因只能是因为整个理论界感受现代性
压力，从而做出的自然的反应。而这种现代性的压力，有多重源头：文学艺术创作在世纪之交出现
流派大繁荣，迫使文学与艺术理论做出大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兴起，是古旧的思想方式过时；现代
物理学的重大发展，也使得各学科都感到“物理妒”（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ｎｖｙ）的压力。尤其是物理的一切推进
依靠数学，使思想家努力寻找处理各种科目的共同方法论，寻找世界万象之背后的底蕴。“模拟甚
至照搬已有的数学、物理学方法，构建新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模式”一时蔚为风气。④ 由于人工智能
的飞速发展，这种压力在当今世界可能更大：中国的生产方式给予文艺学理论的促动，也是我们总
结中国四十年来文论进展时，能生动体会到的。
笔者强调：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形式论做辩护，也不在此重复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种种说法，或者

形式毕竟还是值得研究的种种理由。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四十年来形式文化论如何在中国推进发
展，如何从文学形式的研究转化为文化研究。本来应当的写法是把四十年分成若干阶段，讨论形式
文化论进入中国各阶段的特点，但本文却以各流派进入中国的顺序为讨论线索。这样做会有一定
困难，各流派的承继固然有其逐渐演变的历史，进入中国的时间却可能叠合起来，一派立足未稳就
被另一派超越。奇怪的是，介绍到中文中的时间或有错乱，起影响的顺位却是井然有序。这本身值
得深思，不过我们留下这课题今后找机会讨论。
诚然，我们应当问：难道所有的形式论派别最后都走向文化批评？应当说或多或少都如此，有

的流派过渡得比较顺利，有的阻隔多一些，这或许表明：每一种认真的形式论，度过初期的激愤自
辩，趋向成熟之后，多少会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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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Ｋ．维姆赛特，蒙罗．Ｃ．比尔兹利“意图谬见”、“感受谬见”，参见《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２－２８０
页。

例如翁培多．埃科追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学术著作《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再例如约翰
·迪利回溯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的《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周劲松译，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Ｏｇｄｅｎ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３０页。



二、新批评

英美新批评，是所有形式文论派别中最早进入中国的派别，这原因倒不是历史上新批评成形最
早，实际上新批评的第一个文献，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出现于１９１７年，比俄国形式主义的最
早文献晚了一些，新批评的最后成形要等到三十年代，也比俄国形式主义的成熟期晚，但是新批评
进入中国是有特殊原因的：中国英语人才一直较多，外语条件一直是个文论流派进入中国的制约因
素；更重要的是，新批评派的两个主将瑞恰慈与燕卜森，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执教，影响了一
大批中国青年理论家：卞之琳、曹葆华、李赋宁、杨周翰、袁可嘉等。同一时期钱锺书也在清华听课，
后来在《管锥编》中多次引述瑞恰慈理论。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这些老一辈学者都是中国
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教学演讲与重要文章，领风气之先。１９７９年瑞恰慈再次应邀到中国讲
学，倒下后再未醒来，也让人感慨系之。

１９８０年杨周翰发表《新批评的启示》，引发了８０年代初的新批评引介热，１９８１年赵毅衡在卞之
琳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其章节陆续发表，１９８６年全书印行，成为
关于新批评至今最详尽的介绍和评论。不久一批新批评派的著作翻译出版，尤其是韦勒克与沃伦
的《文学理论》，把形式批评称为“内部批评”，把文化批评称为“外部批评”，在中国文论界引起“究竟
何内何外”争论的轩然大波。他这个提法是否策略地适合中国语境，是另一回事。就新批评派本身
的发展而言，这是从纯形式的研究向文化批评靠拢的一大步。８０年代最后阶段，赵毅衡编译的《新
批评文集》（１９８８）提供了相当数量可供阅读的原作。
傅修延当时就指出：“人们只顾天马行空般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对自己学科的立足点却不屑

关注。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独属于自己的范畴概念，没有形式论作为基础 ，学界连相互交流的常
规话语都不具备。”①到九十年代后，新批评的影响就趋于平静，大部分的讨论已经集中到反讽、悖
论、复义、张力、象征、姿势语等具体的形式技巧，文论家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中这些形式极其丰富，中
国诗人在具体运用方面出神入化，不输于西方诗人。
有论者半嘲弄地说：新批评在中国热闹几十年，却没有形成一个中国的新批评派。这个评语适

用于绝大多数文学－文化理论，我们只是取其历史性沉淀。至今回顾，新批评在中国的最大成就，
就是消融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包括古典文学批评与当今文学批评。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围
绕着文本的结构与意义的形式文化关系进行“细读”，这也几乎成为很多人采用的写论文方法。新
批评并不就整个文学做包打天下的宏大讨论，除了个别成员（如维姆赛特）把策略原则化，而有过头
之论，其余人虽然在各种形式问题上锲而不舍，却也并没有声明形式比内容重要。实际上新批评在
二十世纪形式论中显得独特而低调，他们留下的影响深而不露，实际上这才是新批评的魅力所在。

三、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俄国革命一再出现的高潮中，文学界出现了“未来主义”，美术与雕塑界
出现了“构成主义”，而文论界出现了“俄国形式主义”。这看起来是历史的偶然，其实文学文化理论
的更替，与艺术创作革新一样，常拜时代的革故鼎新气氛所赐。俄国形式主义实际上分成两个小
组，以雅克布森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其
成员大多为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他们与新批评一样，主要从诗歌语言入手讨论。“形
式主义”原是论争对手加给他们的蔑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形式论漫长发展的
导火索。
钱锺书早在四十年代的《谈艺录》中已经抓住了“陌生化”理论与文学史发展的关系，但是进一

步的介绍却要等到八十年代初期：张隆溪在《读书》上连载的长文，拉出了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长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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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修延：《形式论四题》，《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波之间的脉络；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陈圣生、林泰、伍祥贵、钱佼汝、陶东风等人著文，详
细介绍了这个派别。８０年代末，中国终于出版了方珊编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选》，中国读者才集
中地看到原文。有影响的论文有赵志军《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１９９３），张冰的《陌生化诗学：俄
国形式主义研究》（２０００），杨向荣《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２００９）。近年试图总结性的论文也有不
少，例如戴冠青的《翻盘与发现：形式主义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① 杨建刚的《马克思主义
视域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②最后扩展成一本材料充实的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
史》。③ 看来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影响看来相当持久，过去了一个世纪，依然见到余波荡漾。

俄国形式主义者宣称，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解决“文学性”问题，即找到文学与其他文字题材的区
分点究竟在哪里。他们认为这个特殊点在文学与文化的形式关系之中，即“陌生化”，文学语言与日
常的、科学的语言不同，在于“延长感知”，而不是以表意的效用为目的。这个见解之所以出色，并不
是因为其他学派没有想到这一点（例如新批评有“反讽语言”说），而是因为他们把诸种成分合在一
个文本系统中，看他们的对比如何决定系统的品质。
这个观点后来由雅克布森带到“布拉格语言学派”中，与捷克学者理解的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迎

头相遇，这才出现了穆卡洛夫斯基的“前推论”，雅克布森的“主导论”。由此，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
就已经初露端倪，甚至结构主义这个名称也是他们提出的，正如“符号学”及一些符号学的课题（例
如“标出性”），首先在他们的论文中成为一个可以协调多方面的体系。实际上也是他们提出了结构
主义符号学的第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果，即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我国学界对布拉格学派的介绍并不是很多，很少有单独讨论这个学派的论著，多半把布拉格学
派看作是俄国形式主义过渡到结构主义的一个中间阶段，或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初步结合。这
个看法应当说并不公允，不过从整个国际学界来看，对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也是不够充分。例如穆卡
洛夫斯基的“意向性”学说，到近年才引起注意。④ 而布拉格学派卷入当时东欧学者的马克思主义
讨论，也是在最近才出现回顾。⑤ 可见我们对这个重要学派的研究，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

四、索绪尔与结构主义符号学

回顾起来，让人奇怪的是：符号学的二位奠基人索绪尔与皮尔斯，在生活、学术上，都是离群索
居，与世隔绝的，冥思苦索，述而不作，不善于与学界同行交流的孤僻者。但两人互相独立地发展出
符号学体系，这是世界文化史上惊人的巧合，足以证明人文学科的创建，貌似是天才的产物，却更可
能是时代的气氛所致。索绪尔一生从事梵语与各种印欧语言（伊朗语、立陶宛语等）的历史演变研
究，而历史研究法正是它创立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对立面，应当说他是一个不自囚于专业，善于反思
的人。１９０７年起，他在日内瓦大学三次讲授语言学，却一直没有写成讲义。１９１３年去世后，他的学
生凑齐笔记出版了对二十世纪思想影响巨大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应当说“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个短语容易混淆：符号学是索绪尔提出的特殊研究对象构成的学

科，而结构主义是方法学理，后者被法国、丹麦等国的学者从语言学发展成文科的总体方法论。而
二者后来成为一物双名，可能引出相当大的困惑。索绪尔只分析语言这种符号，他的符号学实际上
是语言符号学，使这混乱更加严重。最后，当上世纪８０年代结构主义被认为“过时”时，索绪尔符号
学也成为泼水时抛掉的孩子。由于时间的压缩效应，这个问题在中国更被放大了，其后果下文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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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冠青：《翻盘与发现：形式主义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学术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杨建刚：《马克思主义时雨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杨建刚：《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杨·穆卡洛夫斯基：《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参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与论争》佟景韩译，文
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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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谈。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法国的中国语言学家方光焘、高名凯等，就已经熟悉索绪尔理论。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言语之论辩，索绪尔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七八十年代之
交，在当时正兴起的乔姆斯基范式的刺激下，语言学界的胡壮麟、徐志明、潘庆云、徐思益等，开始系
统地讨论索绪尔语言学。关于结构主义的最早文章，作为动态介绍，见于外国哲学刊物。１９８３年
金克木在《读书》发表《谈符号学》，实为中国符号学者第一次发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构主义终于溢出语言学边界，出现了一系列各学科应用符号学的著

作。１９８５年林岗的《符号·心理·文学》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１９８８
年１２月，李先焜、陈宗明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①；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艺术现象的符
号－文化学阐释》。以及俞建章、叶舒宪接近人类学的《符号：语言与艺术》；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
（１９８９）可能是中国当代第一本哲学符号学专著；以后又出现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１９８９）、
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１９９０）。到九十年代，对符号学的介绍就很系统了：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
论》（１９９４），苟志效《意义与符号》（１９９９），王铭玉《符号学研究》（２００１）等，都为形式－文化论在中国
站住脚，作出了贡献。

１９８８年１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发起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
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１９９２年李先焜等人组织在湖北大学召开了东亚符号学研讨会，迄今为止，逻
辑符号学会，语言符号学研究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研究会等相继成立，双语刊物《符号与传媒》出
版已经有十年历史，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先后开始出版符号学英语刊物。
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当其他学派的介绍大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出现时，把符号学应用

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已经大量出现。而当时谈结构主义，包括关于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拉
康、戈尔德曼的讨论，却大多以文章形式出现，这个对比太明显。考虑到符号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
考虑到其强大的可操作性，这完全可以理解。只有应用于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实践，才能显出符号
学强大的可操作性。
除了个别学者（例如李幼蒸的论文《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辨析》）试图说明二者的关系，几

乎没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这里的混淆，或许这是因为中国学界的学科划分比较严格而清晰：哲学界关
心结构主义、语言学界关心索绪尔语言学、文化学界关心符号学。这种学科分野本来不是好事，但
就此术语混淆而言，在回首总结时，才发现中国学者对此分野比较敏感。反而是西方学界在混为一
谈，造成结构主义包打天下，最后落个玉石俱焚。１９８６年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只好
把突破与被突破放在一本书内。结构主义在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照亮整个学界，也就迅速地暴露出
自身的局限。
结构主义给当代文论留下两个重大遗产，那就是符号学与叙述学，虽然符号学在后结构主义阶

段转向皮尔斯的学说，但是皮尔斯式符号学依然在与索绪尔式符号学的对比中展开，一个明证就是
它那套基本术语，每个文论工作者必须学会。而且，索绪尔理论本身也成为学界下功夫的对象，索
绪尔讲课笔记因为没有作者定本，用笔记归原的各种版本之比较，就复杂起来。屠友祥对此书手稿
做了仔细考证，中国学界的西学研究进入了版本考证校勘这样的把细功夫，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赞
扬的进步。
结构主义的核心词实际上不是“结构”，而是“系统”。索绪尔说的符号“任意武断”原则，使意义

不得不依赖于系统才能发生并得到解释，人类文化的进程当然在不断突破系统的封闭，因此“后结
构主义”实际上是从各种方向突破结构主义系统观的结果。在中国，结构主义没有被好好理解，就
被后结构主义潮流冲散了。
不过，突破系统说，也可以基于符号表意过程的分析，那就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实际上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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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形式论，因此在文学界和文化研究中，影响远远大于哲学界，以至于１９９２年他被剑桥大
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遭到多位世界著名哲学家的抗议：“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
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或具体派诗人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①

解构主义以中国文字为摆脱“口语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可能性之所在，引发了中国
学界的巨大兴趣。也许是德里达的文风比较晦涩，德里达的著作到九十年代末才出现中译。《论文
字学》１９９９年翻译出版，②同一年，德里达与胡塞尔辩论符号问题的《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
的符号问题导论》由杜小珍翻译出版。③

中国批评家对美国的解构批评派别，与对德里达本人更觉得亲切。中国学界似乎最先接受的
是美国的“耶鲁解构学派”。１９８７年王宁发表“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④第一次介绍了耶鲁学派的
解构主义思想。一直到九十年代，各家阵营才分的比较清楚。１９９２年佘碧平的论文《“无底的棋
盘”：解构主义思想概要》，指出了在耶鲁学派中，各位文论家的见解各异，其实主要是保罗·德曼的
思想比较接近德里达。１９８８年陆阳关于就德曼对卢梭《忏悔录》的解构批评进行反批评，⑤１９９１年
包亚明继续这场讨论，⑥表现了中国文论家的独立眼光。陆阳对德里达思想的批判性总结，见于

２００８年的《德里达的幽灵》。⑦ 德里达与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出发点是符号表意中的“延移”，也许
他们始终不能忘情于形式，但是走得越来越远。只有耶鲁学派中的米勒，与中国学界越走越近，新
世纪以来多次访问中国，原因却是他的解构主义越来越向另一种形式论靠近，那就是叙述学。

五、后结构主义符号学

结构主义之后的符号学幸而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那就是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皮尔斯是
一个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他虽然毕业于哈佛，却几乎没有在大学中任过教；一生写了近两千份哲学
手稿，涉猎许多科目，却几乎从没有发表过。这两个原因，使他的思想异常丰富却论证散乱。他从
十九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发展一种独特的符号学，他只比索绪尔晚一年去世，给世人留下超过万页的
散乱手稿。至今见到的皮尔斯的著作大多是从散乱的手稿中重新整理出来的，难译也难读。不像
索绪尔理论有一本精炼的教科书。因此当二者一道被介绍到中国来时，索绪尔理论很自然地占了
上风，皮尔斯理论成为一个顺便说一下的附属部分。
先前国内关于符号学的介绍，都以索绪尔为主。介绍皮尔斯理论，需要耐心地厘清一些细节问

题，仔细对照辨析皮尔斯自己前后不一之处，给大量的术语以比较恰当的定译。２００６年中国出版
《皮尔斯文选》，⑧符号学只占了十分之一；２０１４年赵星植仔细选择皮尔斯的笔记，编译出版了《皮尔
斯论符号》⑨一书，给中国学界带来了皮尔斯符号学原著的第一个完整译本。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
在浮躁的中国学术界难能可贵。
本文无法细谈皮尔斯符号学体系与索绪尔体系的差别，只指出两点：索绪尔体系建筑在四个二

元对立上（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历时／共时、聚合／组合），因此容易走向封闭体系，而皮尔斯的符
号学体系建立在一连串的三元关系中，以“三生万物”方式指向无限衍义的开放体系：索绪尔体系以
语言为符号学的基本模式，因此强调语汇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武断”关系；而索绪尔体系认为符号与
意义的连接方式是“有理据的”，因此引向了符号表意的社会文化连接。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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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星植编译：《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出现并不比索绪尔晚，但是它在意义的生产、传达、解释的各环节上的出发点比较好，尤其适合数字
媒介成为传播主导的当今社会。
符号学是研究文化的强有力的方法论，因为文化就是社会相关意义的总集合。近几年在中国，

出现了大量符号学在各领域的应用书籍，包括程然的《语文符号学》（２０１０）；胡妙胜的《戏剧符号学》
（２００９）；饶广祥的《商品符号学教程》（２０１７）和《广告符号学教程》（２０１４）；李乐山的《符号学与设计》
（２０１５）；段炼的《视觉艺术符号学》（２０１７）；赵星植的《馈赠的符号学》（２０１６）和《皮尔斯与传播符号
学》（２０１７）；贾佳的《打扮：符号叙述学》（２０１８）；胡一伟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２０１８），等等。
每次认真的应用，不仅扩大了符号学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挑战了符号学的解释力量，为符号学理论
发展提供了动力。
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研究，直接促进了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使符号学理论从方法论向哲学本体

论发展。早在索绪尔与卡西尔的符号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工作已经有若干先例，例如齐
效斌的《人的自我发展与符号形式的创造》（２００２），张绍杰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的语言
哲学思想探索》（２００４）。赵毅衡坚持从皮尔斯提出的“符号现象学”出发讨论符号哲学，因此有《符
号学：原理与推演》（２０１１）与《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２０１７）二书，讨论符号学超越方法论的
若干方面，讨论意义与意识、意义与经验、意义与社会的关联。
符号学在中国之所以迅速发展，一个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符号学传统思想特别丰

富，周易是全世界第一个试图解释世间万象的符号体系，先秦的墨家、名家、道家、儒家，都对言意象
的复杂关系有大量论辩，再加上汉代的阴阳五行风水谶纬，唐代的唯识宗与禅宗，宋明理学与心学，
我们的先人对人与世界的意义关系极为关注。很多学者发现了中国经典这个符号思想的富矿，很
早就开始开掘。钱锺书直接引皮尔斯的符号学，以及瑞恰慈的语义学，来解释这个三角关系，指出
现代符号学这个“表达意旨”（ｓｅｍｉｏｓｉｓ）过程，实际上墨子（《小取》《经说》），刘勰（《文心雕龙》），陆
机（《文赋》），陆贽（《翰苑集》）等都已经提论及。① 符号意义三分实际上是典型的中国思想。
此后沿着这个方向工作的学者，不断写出新作。早在１９９９年就有苟志效、沈永有、袁峰的《中

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与王小盾的《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２００７）。北京大学的龚鹏程教授
在２００９年出版《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试图建构一个独立于索绪尔与皮尔斯的
中国符号学体系；祝东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２０１４），陈道德的《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辨之学研
究》（２０１６）；王俊花的《符号学与中国古典美学》（２０１７），苏智《周易的符号学研究》（２０１８）。而文玲、
左其福的《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２０１７）直接试图对接，很有见解。
中国文字是一种全世界唯一的非拼音书写体系，吸引了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做出一些既有启

发性的结论。中国学人自己对此也十分重视。黄亚平、孟华的《汉字符号学》出版于２００１年，此后
孟华又在这方面继续研究，出版了《汉字：汉语与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２００４）。叶舒宪的《中国古
代神秘数字》（１９９６），王小盾的《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２０１６）等著作，虽然“符号”二字没有现于标
题，都大量讨论了中国“上古智慧的符号”。这些方面的工作越做越深，新出的课题越来越多。可以
想见，以中国经典为主要支持的符号学中国学派得到世界符号学界承认，是近期就可以期待的事。

六、巴赫金、洛特曼、詹姆逊的范例影响

本文上面一系列对现代形式文论的讨论，因为必须说清这些学派，因此比较集中论述它们之所
以被称为形式论的一面。它们从形式分析到文化分析的过渡，各有千秋，只是提到一些。例如提到
韦勒克的内部因素如何引向外部因素，提到雅克布森的主导论如何道出了文学史演变的规律，提到
巴尔特如何从符号升级到达意识形态分析，也提到叙述学如何多元化，符号学如何借符用学走向社
会符号学。这些途径更是精彩纷呈，同一个学派的学者，处理方法会很不一样。二十世纪出现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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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锺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第三卷，第１８６３－１８６４页。



多出色的理论家，他们的榜样或许能帮助说明形式文化论的有效性。他们从文本形式特点出发，或
许对文化做出了比别人更透彻的理解。它们的榜样，比任何雄辩更为有力。
可以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学者，其实很多，相当多人都进入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例如法兰克福

学派的马尔库塞，他提出“美学形式”之论，指出文本的形式可以引出群众的“新感性”，激发对资本
主义体制的革命精神。论者认为他在形式与社会内容之间做出了真正的辩证理解。① 而英国的威
廉斯则是从文化学反过来关心形式，他的许多著作，例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②说明形式一直
在他的文化批评视野中；另一位伯明翰学派的领袖斯图亚特·霍尔对中国现代文化批评影响可能
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主编的一部英国开放大学教科书《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造成的震动。③

所谓“表征”，就是“带有文化权力的符号再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形式到文化的跨越分析。
较近的形式文化论者可能以布尔迪厄与波德里亚最为突出。布尔迪厄讨论了“文学场”中符号

资本与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换关系，这就是符号形式因素与社会权力的互相渗透。④ 波
德里亚对当今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文化批判，几乎完全在商品作为符号的分析中展开。⑤ 中国学
界对他们“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锐利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他们的方法途径常常不甚了了。
本文无法讨论那么多理论家的分析方法在中国的影响，只挑选了三位理论家———巴赫金、洛特

曼、詹姆逊。主要原因是他们三位可能对中国当代文论起了最大影响，它们的研究方法各有千秋，
但都显示了从形式到文化的跨越。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界渊源比较深，是有原因的；巴赫金是
苏俄理论家，洛特曼是前苏俄东欧国家爱沙尼亚人，而詹姆逊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学界对
这三个人有亲切感，他们在中国的名声和研习者的数量，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他们的祖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他的
“对话”“复调”“杂语”与“狂欢”理论传入中国，立即点燃了中国学界的“巴赫金热”。１９８２年夏仲翼
开始介绍巴赫金理论，中国俄语人才众多，对巴赫金的介绍很快就脱离西方学界的片言只语的摘录
引用，落实到原文献上。１９９８年出版了张杰等人翻译的《巴赫金全集》，这是中国学界给一位外国
学者的最高礼遇。很快，中国学者就看到了：巴赫金的文化理论植根与他的文本形式分析。早在

１９８８年，吴元迈就看出这个形式文化学路径；⑥蒋原伦则明确指出巴赫金的整套理论“实质上是地
道的形式研究”；⑦汪正龙认为巴赫金找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可能性”，杨建刚
则沿着这条线索研究，发表了《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巴赫金学术研究的立场、
方法与意义》。⑧ 王铭玉的论文则直接点明巴赫金的理论是一种符号学理论。⑨ 尤其是叙述文本中
的转述语形态。瑏瑠 也就是说，大型的文化阶层对话首先以文本中的人物对话方式出现。瑏瑡

一般中国学者质疑外国理论家，往往首先引用国外理论家的意见，例如对德里达的质疑就是一
例。但是中国对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已经如此熟悉，以至于中国学界能开始跳出介绍，自己争辩。
例如王金龙的《巴赫金：形式主义者，或反形式主义者》。瑏瑢 而中南大学的闫真就干脆直接指摘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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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好哲：《超越形式禁忌于形式崇拜：马尔库塞“美学形式论”探讨》，《文史哲》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ａｙｍｏ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Ｔｅｃｈ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１．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高亚春：《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评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吴元迈：《巴赫金的语言创作问题》，《中州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蒋原伦：《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读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文艺评论》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杨建刚：《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巴赫金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意义》，《文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王铭玉：《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巴赫金思想研究》，《外语学刊》２０１０年０６期。

高小丽：《转述言语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外语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刘俊娜：《巴赫金对话理论之“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王金龙：《巴赫金：形式主义者，或反形式主义者》，《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金的“狂欢”理论有太多的说不通之处。① 巴赫金何幸，这样的争论已经是把巴赫金当做“自家人”，
而不作为一个距离之外的外国人。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教授尤里·洛特曼，在６０－８０年代发展出一个极有解释力的文化符号学
体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但是在中国影响最大，以至于继承父业在塔尔图大学教授符号学儿子迈
克尔·洛特曼，对于中国学界对他父亲的持久兴趣至为感谢。在前苏联时期，塔尔图大学与莫斯科
大学的符号学家共同组成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１９９３年洛特曼去世后塔尔图大学继续发展该
校符号学的文化关怀，甚至有所发扬光大，在伦理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方向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与巴赫金相比，对洛特曼的介绍一直比较沉静，但是钻研也比较深。虽然洛特曼的原著介绍过
来的至今只有一部《艺术文本的结构》②（他的另一本著作《文化与断裂》正在翻译之中），但是他的
散篇论文翻译发表有近二十篇之多，发表在各种中文刊物与各种文选上，１９８７年吴元迈对洛特曼
的符号学思想做了长篇介绍，③引发了对洛特曼的广泛兴趣，该文把洛特曼的符号学归结为“文本
结构分析”，有与结构主义混淆之嫌。实际上他的文本研究远远超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范围，而
是借“耗散理论”与文化的动态变易联系了起来。洛特曼去世之后，周启超的《塔尔图学派进入总结
时期》一文，④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

这种热潮并没有随洛特曼的去世而消失，这倒是理论异国传播旅行的一个特色，异国学界无需
本人在场发声来维持敬仰的热度。２００２年在中国举行了纪念洛特曼诞生８０周年 “文化符号学文
化机制、边界和个性特征”国际会议。洛特曼的思想或许是最典型的形式文化论，近年的国内学者
研究，越发认为洛特曼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⑤

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影响，深远程度可能是现代外国
文论家中绝无仅有的，但是他的主要论说都被罩在“后现代主义”名义之下。１９８５年他应邀赴北京
大学讲课，长达四个月之久，其讲课内容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⑥一书，成为后现代主义
文化理论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２００２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各大学的演讲再次引发中国学界的论
辩。早在九十年代，詹姆逊的主要论著约十多种，就差不多全部译成了中文出版，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推出多卷本《詹姆逊文集》。

詹姆逊七十年代在美国声名鹊起的基本著作，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于后现代文化分析，但是他
的出发点是细致的形式分析。这包括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２０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
（１９７１原作，２００９年中译本）；《语言的牢笼：关于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性评述》（１９７１年
原作，１９９５年中译本）；《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故事》（１９８１原作，１９９９年中译本）等。

中国学界在欢迎这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大师时，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从形式分析着手
的方法。１９９７年叶纪彬、宋革新文章指出詹姆逊的历史观来自文本观；⑦朱良在２００３年的文章也
指出詹姆逊的“两大基本方法”就是形式分析与文化分析；⑧２００６年李世涛著文指出詹姆逊有一种
“内在形式论”；⑨范永康的文章标题就是“从文本形式走向政治”；２０１５年王伟的书，明确地称詹姆
逊的理论为“社会形式的诗学”，瑏瑠此书详尽地探讨了詹姆逊如何从形式入手，步步推论，得出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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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真：《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理论的七大缺失》，《文艺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俄］尤里·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王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吴元迈：《苏联文艺学的历史功能研究和结构符号探讨》，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周启超：《塔尔图学派进入总结时期》，《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杨明明：《洛特曼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叶纪彬、宋革新：《詹姆逊的“历史”与“文本”试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

朱良：《文本·意识形态·辩证法———评詹姆逊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经济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李世涛：《辩证批评视野中的形式探索———詹姆逊的“内在形式”说评析”》，《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王伟：《社会形式的诗学：詹姆逊形式理论探析》，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矛盾的透彻理解。
必须承认，在本文所谈的这些问题上，中国学界是有争议的，本文篇幅有限，无法展示各种不同

意见，以及它们争议的理论根据。应当承认，形式－文化论从文本分析入手，揭示文学作品背后的
文化，以及此种文化变迁的社会历史动力，这种理论并不是万灵药丹，并不能回答关于文学艺术与
社会文化关系的所有问题。而且，哪怕此种途径有时候能提供一得之见，它也不能代替其他学派的
见解。当然，任何理论方法都有局限，都只是在某些课题上发挥的比较精彩，形式－文化论绝不可
能是例外。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世界，可能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哪怕它只是一朵花，也值得从
许多不同角度观察。从形式入手观察文化，观察社会历史留下的擦痕，做得再好，也只是角度之一。
做得笨拙时，文不达意的机会也或许更多，因为比起别的文学－文化理论来，需要的学术谱系背景，
的确要更长一些。

（责任编辑：李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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